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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视域下人的“赛博格化”研究

姚　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科学史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以哈拉维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学者重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的赛博格，但却缺乏技术史的视域，忽视了

作为技术化身体的赛博格。事实上，技术史就是人类史，人类拥有自然与技术的双重起源，始终与技术共

同进化。与此同时，诸多的技术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组成了统一的技术系统。而技术系统与社

会系统总是相互作用，最终趋向平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系统虽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系统，但是并未

质疑自然人类身体的合理性。在正在形成的超级工业系统中，数字化的世界图景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自

然人类身体因为其无法彻底地可计算与可控制，反而成为了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此，为了实现新

的平衡，人类不得不用技术改造原初的身体。人的赛博格化的过程，也是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的命运性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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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博格并非是一种新奇的理念。事实上，
关于人与机器结合或者人类用机器来改造身体
这种技术幻想，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早在１８４３年，爱伦·坡在短篇小说《被用光的
人》（Ｔｈｅ　Ｍ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Ｕｐ）中就描绘了
一个装配着机械假肢的男人。而法国作家拉耶
（Ｊｅａｎ　ｄｅ　Ｌａ　Ｈｉｒｅ）在１９１１年的科幻小说《火星
上的夜盲者》（Ｔｈｅ　Ｎｙｃｔａｌｏｐｅ　ｏｎ　Ｍａｒｓ）中塑造
了第一个赛博格英雄的形象。一百多年后的今
天，我们创造的技术文明已经足够强大，使得人
类第一次有能力将赛博格从幻想转换为现实。
正因如此，赛博格问题也就在技术史与技术哲
学视域下被重新审视。

　　一、从赛博格的身份到赛博格的身体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赛博格概念最早由美
国ＮＡＳＡ 的航空工程师曼弗雷德·克林斯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Ｃｌｙｎｅｓ）和医学博士内森·克莱恩
（Ｎａｔｈａｎ　Ｋｌｉｎｅ）于１９６０年提出，这两位科学家
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控制论的有机体）两
个单词中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Ｃｙ－
ｂｏｒｇ”（赛博格）。赛博格的提出背景是冷战时
期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太空竞赛”（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Ｒａｃｅ），当时 ＮＡＳＡ向美国的科研人员征求能
够让宇航员实现远距离太空航行的方案，克林
斯和克莱恩提出了一种结合了工程学与医药学
的大胆设想。他们认为，要想让人类在严酷的
外太空环境下生存，必须借助技术设备和生物
学改造。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类在太空
中（活动），除了驾驶其载具外，还必须仅为保证
自身的存活而不断地检查设备并随时做出调
整，那么他就成了机器的奴隶。而赛博格的目
的是使人类拥有一种组织化的稳态系统（ｈｏ－
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在这种系统中，各种问题
能以类似机器人的方式被自动和无意识地处
理，从而使人类自由地探索、创造、思考和感
觉。”［１］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对于 ＮＡＳＡ 来
说，赛博格还仅仅是一种带有科幻色彩的技术
构想。但无论技术能否实现，赛博格概念中蕴

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已经非常明确，即自然人类
为了适应非自然的生存环境，唯一的实现方式
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原初身体进行改造。

当今人文领域关注更多的是文化批评意义
上的赛博格。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Ｄｏｎ－
ｎａ　Ｈａｒａｗａｙ）是研究赛博格问题无法回避的人
物，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同时是影
响力巨大的左翼思想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哈
拉维在１９８５年发表的论文《赛博格宣言》堪称
是赛博格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哈
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
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
生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生物。”［２］（Ｐ５）在哈拉
维的研究中，她认为赛博格的重要意义是突破
了人类文化中三个古老的界限，即人与动物的
界限、人与机器的界限以及自然与非自然的界
限［２］（Ｐ１０－１２）。她认为，赛博格将会成为生活在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一种无可避免
的生存样态，这种赛博格化的人模糊了种族、性
别、阶级这些传统社会中建构个人身份的边界，
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混沌的新主体。“在

２０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
们全都是奇美拉，是理论化的和拼凑而成的机
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
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２］（Ｐ７）基于这种新主
体的立场，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社会
伦理都需要被重新建构，因此在《赛博格宣言》
中，她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宁愿成为赛
博格而不是女神。”［２］（Ｐ６８）

显而易见，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并非指某
种具体的技术，而是借助这种技术幻想来完成
一种后现代的政治身份建构。哈拉维明确写
道：“《赛博格宣言》我是为《社会主义评论》撰写
的一篇近乎唯美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声明。
通过它我试图思考如何进行批评、铭记战争及
其后续，使生态女性主义和技科学（ｔｅｃｈｎ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同一具肉身中融合，并向逃避不良起
源的可能性致敬。”［３］而她的追随者、后人类理
论家凯瑟琳·海勒（Ｋａｒ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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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赛博格的出现可以打破传统社会中基于生
理差别的性别意识，从而建构一种超越性别的
新型政治主体。她指出，“事实上，一旦男性和
女性被连接到同一个控制电路之中，起源的问
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两者变成了相互构成的
关系。在朝向这一认识的过程中，文本得以超
越性别政治的前提，尝试性走向一种赛博格主
体性。”［４］

美国学者加文·雷伊（Ｇａｖｉｎ　Ｒａｅ）指出，哈
拉维的赛博格概念是一种对笛卡尔式的人类中
心主义的深刻批判，“旨在作为一个隐喻，以显
示人文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是如何发生的，并且
必须被取消”［５］。哈拉维敏锐地发现了这种笛
卡尔－康德式的哲学人类学模型中潜藏的根本
缺陷，即所谓普世性的“人类”主体其实只是以
西方白人男性为原型的，并非可以代表人类全
体。而赛博格概念可以打破固有的性别和种族
的界限，建构一种更为多元化的政治主体。通
过赛博格概念，哈拉维否认了那种将人与非人
一分为二，且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理性的主体相
对于其他实体（诸如动物或机器）具有绝对优先
性的立场。

然而，哈拉维的批判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哈拉维虽然在表面上批判了笛卡尔式二元论立
场，但是她实际上仍然把人本身视为一种现成
的抽象之物，这就依旧没有彻底脱离笛卡尔式
的哲学人类学的窠臼。因为人并非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诸如种族、性别等政治身份，都需
要建立在具体的身体之上。赛博格并非是某种
现成之物，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具体的技术实践
过程。事实上，只有首先实现了赛博格的身体，

赛博格的身份才是可能的。哈拉维重视作为身
份的赛博格，但是却忽略了作为身体的赛博格。

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Ｂｅｒ－
ｎａｒｄ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所 说，“技 术 史 就 是 人 类
史”［６］（Ｐ１５８），脱离了技术史的视域，赛博格概念
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时髦但空洞的后现代身份的
政治幻想。

　　二、义肢理论：人与技术的共同进化

斯蒂格勒将卢梭视为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代
表人物，认为“卢梭处于哲学人类学问题和科学
人类学问题的连接点”［６］（Ｐ１１３）。斯蒂格勒引述
尼采的批判，“所有哲学家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
缺陷：以为能从现代人出发，通过对现代人的分
析达到目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幻想‘人’是一
种永恒的事实，一种在漩涡激流中保持不变的
存在。一种衡量万物的可靠的尺度。哲学家关
于人的一切言论，其实都只是关于一个非常有
限的时段中的人的鉴定。缺乏历史意识乃是所
有哲学家的遗传缺陷；有些哲学家甚至将在某
些宗教、某些政治事件作用下产生的最新的人
的形象也视作定式，认为必须以这种定式为出
发点。”［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蒂格勒认为卢
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
中描绘的“集一切于一身”的“高贵的野蛮人”，
只不过是一个作为“文明人”镜像的虚构形象。
卢梭将他设想的人的原始状态视为人类社会发
展的起点，认为“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
离开他的原始状态”［８］。卢梭将这一过程视为
人类的沉沦，而斯蒂格勒则将这一过程视为人
类的创造与进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折射
出的是两位哲学家对人与技术关系完全不同的
理解。

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诞生和人类的起
源是一体两面的现象，我们只有同时展开两个
维度的视域，才能把握到人类与技术的真正关
系。斯蒂格勒认为人类拥有两个起源，所谓“第
一起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起源，即人类作为一
个灵长类物种通过漫长的进化，在与自然环境
的残酷博弈中逐渐演化出身体各个器官的确定
形态。这种进化的终点就是卢梭设想出的可以
不使用任何工具而在自然中存活的原始人，这
个生物学进化过程也被称为种系生成过程。与
此同时，人类还拥有生物机能之外的“第二起
源”，斯蒂格勒指出，“由东非人向新人的过渡，
即人化的过程。这个大脑皮层的分裂和石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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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石制工具的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
一致的。”［６］（Ｐ１５７）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者，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技术演变的进程中被逐
渐发明出来的。技术现象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二
起源，这种人与技术共同演化的过程被称为后
种系生成。在同时拥有了两个起源之后，人类
才开始了作为人类自身（而非仅仅是一种动物）
的进化之旅。生物学进化是一个外在影响内在
的过程，通过自然选择确定适应生存的生物性
状，然后沉淀到基因之中形成稳定的遗传。而
人类由第二起源展开的进化则是内在影响外在
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技术实施的器官外在化的
独特人类现象”［９］。

基于此，斯蒂格勒重新阐释了《普罗塔戈拉
篇》中的人类起源神话，将技术的诞生和人类的
起源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认为技术源于“爱比米
修斯的过失”。在柏拉图记载的神话中，爱比米
修斯的任务是给万物分配属性，使万物可以依
照自己的属性生存，但是这位神祇却忘记了给
人类分配一个属性，“至于人赤身裸体，一无所
有，所以人缺乏存在，或者说，尚未开始存
在”［６］（Ｐ１３５）。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兄弟的过失，
从工匠之神那里为人类盗取了技艺。从此，人
类就可以通过技艺来制造各种各样的义肢
（ｐｒｏｔｈèｓｅ）①以弥补先天的缺陷。“与动物获得
的各种属性相对应，人的那一份就是技术，技术
就是义肢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技术属性完全是
人为的……人没有属性，所以也就没有宿命。
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属
性。”［６］（Ｐ２７７）斯蒂格勒把这种人类的先天缺陷以
及对于技术的绝对依赖称为人类的“义肢性”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在技术史的视域下，并不存在一
种人的先天本质，人的本质是在人与技术的相
互塑造过程中实现的。“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
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
也是被发明者。”［６］（Ｐ１６２）

在义肢还不够强大的阶段，人的两个起源
之间会呈现出一种含混而微妙的平衡，使得这
种共同进化的过程并不具有一种明确的趋势

（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在前现代社会中发现如此
丰富的技术多样性的原因）。然而，当人类技术
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肉体进化的速度之
时，人与技术之间的脆弱平衡就被打破了。斯
蒂格勒基于勒鲁瓦－古兰（Ｌｅｒｏｉ－Ｇｏｕｒｈａｎ）的研
究，把记忆划分为遗传记忆、后生成记忆以及后
种系生成记忆，通过三种记忆划分的理论来解释
这一失衡过程的必然性。遗传记忆保存着进化
而来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物种的先天生物学性状，
后生成记忆则保存着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后天生
存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知识和体验。然而，一般生
物的后生成记忆总会因为生命个体的死亡而消
失，但是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保存个体的后
生成记忆，从而使人类族群产生了所谓的后种系
生成记忆。人类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而技术却
可以不断传承和发展。在当前的时间尺度内，人
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已经停止了演变，生活在后
工业化时代中的现代人的遗传基因与我们三万
年前身为采集者和猎人祖先其实没有任何区
别［１０］。换言之，我们的遗传记忆已经完结了，而
后种系生成记忆仍然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
着。在不断进化且永恒存续的义肢面前，作为终
有一死的我们终究无法和技术建立一种平衡的
关系，这就是技术史的宿命。

　　三、人的赛博格化进程：技术系统与器官
投影

　　经过斯蒂格勒的阐释，我们认识到人并非
是先天的抽象之物，而是始终与技术协同进化，
生存在特定的技术环境之中。斯蒂格勒继承了
法国技术史家伯兰特·吉尔（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Ｇｉｌｌ）的
技术观，认为“技术”并非是一个个孤立的技术
人工物，而是始终作为技术系统（ｓｙｓｔèｍｅ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一个技术系统构
成一个时间统一体。它意味着，技术进化围绕着
一个由某种特定技术的具体化而产生的平衡点，
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６］（Ｐ３３）作为一名技术史
家，吉尔以技术系统作为自己编史学的核心概
念，将技术发展史分为希腊技术系统、中世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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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系统、现代技术系统（主要指工业革命）、当代
技术系统等几个部分。与此同时，每个技术系统
之间并非是平滑的过渡，而是类似于范式转换般
的断裂性更新，“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破坏原有的
系统，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重建一个新的技术系
统。新技术系统产生于旧技术系统的极限，这种
进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连续的”［６］（Ｐ３６）。

技术系统与同时代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
等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深度交织渗透，吉尔
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总是存在着趋
于稳定的倾向。从技术史上看，某些突破性的
技术创新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现有的社会系统造
成巨大的冲击，但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社会系统必然会朝向技术系统发展和进行调
整，形成新的制度和文化。“由于技术进步总是
以不确定的或者看似不确定的方式发展而来
的，新的技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调整总是以一
种暂时性的模式进行，通过一些自由作用力的
互动，并伴随着所有必要的错误和逆转，直到出
现令人满意的平衡……那么，这个进程必须扩
展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直到在经济（这是最经
常提到的）、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现所有必要的
兼容性。”［１１］（Ｐ６６）

碍于自身时代的限制，②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
《技术史》一书中，吉尔在论述所谓“当代技术系
统”时，所列举的代表前沿水平的是大型计算
机、航空航天技术和工业自动化等。吉尔在书
中坦言道，“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物
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由于这些
技术革命尚未完成，因此我们尚无法对这些影
响做出明确的说明。”［１１］（Ｐ８７５）不过短短几十年的
时间，这些当时的“前沿技术”在今天早已深刻内
嵌到我们这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我
们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时代，吉尔所
观察到的那场自２０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技术革命
仍然在迅猛地推进着，以互联网和数码产品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造着我
们的社会系统，正在形成一种与工业革命时代迥
然不同的全新的技术系统。而当下这个以数字

技术为核心的时代，被斯蒂格勒称为超级工业时
代（ｈｙ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ｅ）［１２］（Ｐ２５）。

随着技术以几何级的速度积累，人的两个
起源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且无可挽回的失衡
状态。在这个超级工业时代，不只是人类所栖
居的生存环境已经被彻底地技术化，更进一步
的是，与技术系统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对自然人
类的身体机能与认知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正如斯蒂格勒所说，“人类越是强大，世界
就越是趋向‘非人化’发展。”［６］（Ｐ９７）现代人不得
不承认，哪怕人类可以进一步地调整经济社会
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但我们继承自第一起源
的生物学身体已经逐渐无法和技术系统相适应
了。按照技术史的宿命论，这种失衡与错位是
根本无解的。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勒瓦鲁－古
兰就已经从技术人类学的角度颇具预见性地表
达了当外化的技术发展到某种极限之后，必然
会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隐微忧虑，“值得担心的
是———即使只是稍微有点———在一千年的时间
里，人类已经耗尽了自我外化的可能性，将会感
到被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骨骼肌肉装
置所束缚”［９］（Ｐ２４９）。这便导致了一种在人类技
术文明中前所未有的情况：为了与技术系统建
立新的平衡，人类不仅仅要调整原本的社会系
统，更是要从根本上对人类的身体进行技术化
的改造，即实现人的赛博格化（Ｃｙｂｏｒ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化用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Ｉｍｒｅ
Ｌａｋａｔｏｓ）的名言，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技术史
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
是盲目的。作为技术史家，吉尔只是相对客观
地描述了不同时代技术系统之间的更替变化过
程，但是他并有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作出更
进一步的解释。而与之相对的，技术哲学家们
追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技术为何会以如此
的方式实现自身？这种追问在技术哲学的开端
便开始了，“技术哲学”这个术语的创造者、德国
哲学家恩斯特·卡普（Ｅｒｎｓｔ　Ｋａｐｐ）第一次回应
了这个追问。卡普提出了著名的“器官投影”
（ｏｒｇ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理论，强调技术与人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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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性，把技术视为人体的延伸。技术
哲学学界大多把卡普的理论视为一种技术哲学
的朴素先驱，把器官投影简单地理解为在人体
器官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线性联
系。比如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史家卡尔·米切
姆（Ｃａｒｌ　Ｍｉｔｃｈｅｍ）便持这种观点，在解释器官
投影理论时，他有限地引用了卡普在《技术哲学
纲要》一书中关于工具与器官之间关系的论述：
“关于工具与器官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本质
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揭示和强调的关系
是———与其将其说成是一种有意识的发明，不
如说成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人类正是在工
具中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由于作用和力量日渐
增长的器官是控制性的因素，所以一种工具的
合适形态只能起源于那个器官。”［１３］

但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注意到了器官投影理论的丰富意涵，特
别是其中涉及到人对自身的理解的部分。卡西
尔认为，虽然器官投影理论的表面意思是在人体
结构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但这还没有
穷尽器官投影理论最核心和最深远的意义，只有
我们考虑到精神过程与人对自己的身体结构的
知识的增长是平行发展的，考虑到人只有通过这
种知识到达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这种意义的事
实才会变得明显。人们发现的每一种新工具都
标志着迈出了新的一步，不仅朝着外部世界的形
成，而且朝着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１４］

事实上，卡普在使用“器官”（ｏｒｇａｎ）这一术
语时并非单纯地指人体器官，而是源自亚里士
多德的《工具篇》一书中的器官（ｏｒｇａｎｏｎ）概念，
带有鲜明的认识论意味。所谓的“投射”并非是
一种对现成人体器官的线性模仿，而是关于包
含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在内的、始终处在动态
和生成的“图像”（ｂｉｌｄ）的反映。对于卡普来说，
技术并非是投影的结果，而是投影的过程本身。
回到卡普那个著名的“手臂与手斧”的例子，手
斧是手臂的投影，并非是指手斧是以手臂为原
型制造的，而是指人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了被
建构在图像之中的手臂与手斧之间的意义关

联。卡普如此解释道：“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这
里所说的‘图像’并不是我们已经在以上几点提
及的寓言式的。也就是说，‘图像’并不是一个
可以让人随意进行各式各样比较的纯粹的比
喻，相反，它是独一无二的‘具体图像’（ｓａｃｈ－
ｂｉｌｄ）和投影的反映。”［１５］（Ｐ１０１）

那么，如何理解卡普所谓的图像呢？另一
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曾如此地解释德文中“图像”（ｂｉｌｄ）一词，
“‘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
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
来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
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
‘去了解某物’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
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并且持久地在自身面
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１６］（Ｐ７７－７８）如
果说技术是“图像”的投影，那么我们就不能简
单地在工程传统的视域下来理解卡普的技术哲
学。卡普所论述的技术并非是一种现成之物，
而是与人对世界的领会息息相关的。“技术是
展开世界的方式，是世界展开的具体化。”［１７］美
国学者基克伍德（Ｊｅｆｆｒｅｙ　Ｋｉｒｋｗｏｏｄ）和韦瑟比
（Ｌｅｉ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ｙ）也指出，“卡普描述人类与技
术的‘关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没有理所
当然地接受了‘技术’一词的现代含义。卡普所
谓的技术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共同
出现的前提。”［１５］（ＰＸＶ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
器官投影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将一种世界
图像（ｗｅｌｔｂｉｌｄ）具体化。

世界图像源自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的摆置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而当世界图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
后，这种摆置将反作用于人本身。在科学革命
之前，人的形象是镶嵌在世界图像之中的，是整
个有限封闭且秩序井然的世界（ｃｏｓｍｏｓ）的重要
一环，“对于中世纪来说，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
宇宙的中心。整个自然界被认为在目的论上从
属于人及其永恒命运”［１８］。而当世界图像转变
为均一而无限的宇宙（ｕｎｉｖｅｒｓｅ）之后，人类也在
世界图像中失去了位置，人的形象失去了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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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甚至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卡普提出器官投
影理论的１９世纪末，虽然普遍盛行一种机械化
的世界图像，但是哪怕是拉·梅特里式的最激
进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只是认为人类的身体是
一台精密的机械，并没有明确地诘难人类身体
结构的不合理和身体功能的不健全。而在超级
工业时代的技术系统中，在一种数字化的世界
图像之下，人类的身体因为其无法彻底的可计
算与可控制，反而变成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阻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激进的后人类主义者
凯瑟琳·海勒和未来学家库兹韦尔（Ｒａｙ　Ｋｕｒｚ－
ｗｅｉｌ）设想赛博格时，会把人的赛博格化的终点
设定为意识上传。因为在这种数字化的世界图
像之下，人的身体形象甚至是人的身体本身已
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赛博格技术的独特性在于，这项新兴的技
术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干预人类的生物学
身体，让人类的“第二起源”彻底遮蔽了“第一起
源”，使得拉马克式获得性遗传（即作为后种系
生成记忆的技术）成为了人类唯一的遗传方式。
赛博格技术使得“义肢”从一种哲学隐喻最终转
变为一种工程学实践。人的赛博格化逆转了卡
普的器官投影理论，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将器官
投影理论的逻辑推演到了极致：人类不再是以
图像为原型改造世界，通过“投射”构建与之相
称的技术系统，而是图像反向“投射”到人类自
身，过于强大的技术系统倒逼人类通过技术改
造我们原初的生物学肉体。

德裔犹太哲学家京特·安德斯（Ｇｕｎｔｈｅｒ
Ａｎｄｅｒｓ）在他著名的技术批判著作《过时的人》
中提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羞愧”概念，意指当作
为技术发明者的人类，在面对近乎完美且功能
强大的工业造物时，反而会从内心深处感觉到
卑微渺小与无所适从。“令Ｔ先生感到羞愧的
是：他是生物进化而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
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与完美的、设计到最后
一个细节的机器设备相比，人的存在则完全依
赖于盲目的、不可预知的、最原始的繁衍方式和
分娩方式。Ｔ先生的耻辱原因在于他是一种

‘自然出生本质’（ｎａｔｕｍｅｓｓｅ）。”［１９］赛博格技
术，就是生活在超级工业技术系统中的人类对
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回应。从“爱比米修
斯的过失”到“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在技术史视
域下，两者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前后呼应。

　　四、成为赛博格是我们的命运

克林斯与克莱恩设想用赛博格技术改造人
类身体的原初目的，就如同让鱼获得在陆地上
行走的能力一样，让人类可以在一种完全非自
然的环境下生存。而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不断通过技术将机械化的世界图像乃至如
今的数字化的世界图景转换为现实，我们所栖
居的世界早已与作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
人类的原初生存环境相去甚远。整个世界已然
是技术化的和人工化的，在当前的技术系统中，
整个世界必然变得更加技术化和人工化。作为
一个生活在超级工业技术系统中的现代人，一
旦脱离了技术义肢，我们就和在陆地上行走的
鱼没有任何区别。

斯蒂格勒指出，“义肢不是人体的一个简单
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
‘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在此不要忘
记，人 的 目 的 的 另 一 个 含 义，即 ‘人 的 终
结’。”［６］（Ｐ７８）正如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视为形而
上学的终结，在相同的意义上，人的赛博格化也
可以被视为义肢的终结。这并非意味着赛博格
作为一种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尽善尽美、至臻完
满的最高境界，恰恰相反，“终结作为完成乃是
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２０］。作为义肢的
终结，所呈现出的实际上是现代技术在最极端
的可能性中无止境的自我增殖。赛博格在抹平
自然人类在技术系统面前所有缺陷的同时，也
遮蔽了人类进化的一切其他可能性，使得现代
技术的本质最终彻底替换掉了人的本质。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命运
性存在的历史现象，“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集－
置之 中。集 － 置 归 属 于 解 蔽 之 命 运 （ｇｅ－
ｓｃｈｉｃｋ）”［２１］。斯蒂格勒继承了海德格尔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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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认为，经过资本力量几十年间的疯狂
推动，集置已经从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被现代技
术具体化为了一个以可计算性（ｃａｌｃｕｌａｂｌｅ）和可
编程性（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为核心特质的超级工业技
术系统［１２］（Ｐ２５）。而对这个被超级控制技术和算
法治理术控制的时代，斯蒂格勒称之为“人类
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１２］（Ｐ１６）。面对前所未有的超
级工业技术系统，我们将迎来“自然人类精神表
达系统的崩溃”［２２］（Ｐ７６）。生活在人类世中自然
人类已经成为了一种“过时的人”，人类世的最
终结局注定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因为‘人类世’意味着技术工业造成的自
然人类文明断裂以及一个新的世界———技术人
类生活世界———的形成，意味着自然人类向技
术人类的转换。”［２２］（Ｐ１０２）在这种意义上，赛博格
不只是一种技术，赛博格更是未来人类的一种
可能的存在方式。如同现代技术是这个时代的
命运一样，在技术史视域下，成为赛博格是我们
的命运。从自然人类转换为技术人类，不论未
来迎接我们的是乌托邦还是敌托邦，我们唯一
能做的或许只有保持一种泰然让之（ｇｅｌａｓｓｅｎ－
ｈｅｉｔ）的态度，以迎接命运的来临。

［注释］
① ｐｒｏｔｈèｓｅ一词在法文中的原意是指医疗中用于人体修复

的各种假体（如假肢、假眼、假牙等），汉语学界的斯蒂格

勒研究者最初多把这个词翻译为“代具”，但这几年来已

经逐渐翻译为更加贴合原义的“义肢”。因此，在本文所

引用的中文版《技术与时间》中，笔者都把“代具”一词替

换为了“义肢”。

② 吉尔１９２９年生于法国巴黎，１９８０去世，享年６０岁。《技

术史》一书原名为《技术通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１９６２年与１９６５年。

而后全书于１９７８年经修订后重新编辑出版，改用了《技

术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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